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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四十里湾表层沉积物中生物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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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烟台四十里湾作为研究区域, 分析了 16 个站位表层沉积物中生物硅的含量, 探讨沉积物中生

物硅对内湾环境的指示作用。结果表明, 污水排放区、垃圾倾倒区沉积物中生物硅含量较高(平均值分

别为 0.71%和 0.78%), 对应上层水体的富营养化; 航道区生物硅含量很低(平均值 0.37%), 与航船扰动

造成的低生产力状况符合。沉积物中生物硅含量较好地反映了上层水体的浮游植物状况, 并与上层营

养盐浓度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研究表明, 沉积环境能够明显影响沉积物中生物硅的沉积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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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研究表明, 沉积物中保留的生物与化学信

息可以用于指示海洋现代环境或者古环境中的一些

变化[1-3]。其中, 生物硅(Biogenic Silica, BSi)含量通

常用于指示上层水体中初级生产力的变化。生物硅

也称生物蛋白石, 是指化学方法测定的无定形硅的

含量[4], 由海洋透光层硅质浮游生物硅藻、放射虫、

硅鞭毛藻和海绵骨针等产生, 是硅的一种重要存在

形式。海洋沉积物中的生物硅主要来源于硅藻沉积, 

而硅藻是海洋浮游植物的最重要组成成分, 在不同

海域对水体中初级生产力的贡献可以达到 40%~90%

以上,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上层水体的生产

力[5-6], 成为重建海洋古生产力的替代性指标以及追

踪古气候环境变化的有效手段[7]。因此, 沉积物中生

物硅的研究对于海洋生产力的历史变化研究和上层

水体生态系统的反演都有重要意义。 

对于沉积物中生物硅的研究, 国外在 20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开始, 主要研究区域为四大洋以及欧洲, 

北美和日本的部分海域[8-13]。国内近十几年才开始研究, 

研究范围主要为近海海域, 长江口和少量内湾[14-21]。本

文研究了烟台四十里湾表层沉积物中生物硅的分布, 

通过与国内其他内湾的研究进行对比, 探讨沉积物

中生物硅对内湾环境的指示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样品采集 

烟台四十里湾是北黄海区域的一个重要浅海养

殖海区和港口, 是受人类经济活动影响的典型区域。

本研究在烟台四十里湾选取了 16 个采样站点(图 1), 

于 2008 年 11 月使用箱式采泥器进行了表层沉积物

样品的采集。根据人类活动的类型, 在四十里湾划分

为 A、B、C、D四个区域进行比较研究: A区为生活

污水排放区, B区为航道区, C区为海水养殖区, D区

为垃圾倾倒区。样品采集后用塑料袋密封, 放入冰盒

内保存 , 带回实验室后放入冰柜中20℃冷冻保存 , 

用于分析。 

1.2  研究方法 

1.2.1  生物硅的测定 

将样品冷冻干燥后, 准确称取 100~200 mg样品

于 100 mL聚丙烯离心管中, 加 10 mL H2O2(10%)超

声 30 min除去有机质, 然后加 10 mL盐酸(1︰9)超声

振荡 30 min除去碳酸盐, 加 Milli-Q水后离心, 除去

上清液。将离心管放入烘箱中 60℃干燥 12 h。离心

管中加入 40.0 mL 2mol/L Na2CO3, 加盖, 振荡混匀

后放入 85℃恒温水浴。每隔 1 h取 0.1 mL提取液, 使

用硅钼蓝法测定提取液中的硅含量, 连续测定 8 h, 

每个样品取 3 组平行。使用溶出曲线外推法求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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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生物硅的含量[5,8,22-23]。 

1.2.2  沉积物粒度分析 

将样品用 10% H2O2 除去有机质, 加入 0.05% 

(NaPO3)6处理后, 使用 Mastersize 2 000激光粒度仪

进行测量。将粒径分为<4 μm, 4～63 μm和 >63 μm 3

个等级, 分别代表黏土, 粉砂, 砂[24]。 

1.2.3  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 ArcGIS10.0 和 Surfer10 进行绘图, 采

用 SPSS11.5进行沉积物中生物硅含量和粒度的相关

性分析。 

 
图 1  采样站位图 

Fig. 1  The location of sampling sites 
 

2  结果与讨论 

2.1  四十里湾表层沉积物中生物硅、粒度

的分布 

生物硅在四十里湾表层沉积物中存在明显的空

间分布特征(图 2)。四十里湾生物硅的含量(Si%)范围

为 0.25%~1.01%, 平均值为 0.56%。由图 2 可以看出, 

在湾外(D区)出现一个高值中心, 此外芝罘岛北部海

域(A 区)生物硅含量较高, 而湾内(B 区和 C 区)生物

硅含量则相对较低。A区和 D区平均值分别为 0.71%  

 
图 2  沉积物中 BSi 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BSi in sed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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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0.78%, 最高值出现在 A0 站位(1.01%); B 区和 C

区平均值分别为 0.37%和 0.53%, 最低值出现在 B3

站位(0.25%)。 

对四十里湾表层沉积物进行了粒度测定(表 1)后

发现, 表层沉积物以粉砂为主(45.4%~72.8%), 其中

A0, A2站位沉积物黏土含量较高(21.7%和 23.8%)而

砂含量很低(5.6%和 8.0%); C区和沿岸的 A4, B3站

位均表现出较高的砂含量(25.5%~38.5%)。 
 

表 1  沉积物粒度分布 
Tab. 1  Distribution of grain sizes 

各成分含量(%) 
站位 

黏土(<4 μm) 粉砂(4~63 μm) 砂 (>63 μm)

A0 21.66 72.74 5.60 

A2 23.80 68.21 7.99 

A3 18.38 72.98 8.64 

A4 16.07 45.40 38.53 

A5 22.91 62.46 14.63 

B0 20.36 63.54 16.10 

B1 21.53 65.47 13.00 

B2 10.60 51.97 37.43 

B3 23.90 68.17 7.93 

B4 16.77 57.76 25.47 

C0 17.16 52.37 30.47 

C1 13.65 57.91 28.44 

C2 18.16 56.36 25.48 

C3 22.16 60.78 17.06 

D1 18.98 72.75 8.27 

D2 21.66 72.74 5.60 

 

2.2  四十里湾生物硅含量与国内外海区 
对比 

研究表明, 中国近海沉积物中生物硅分布整体

呈现南海南部较高(平均值 2.04%)[20-21], 南黄海中部

海域和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略低(平均值 0.726%)[15], 

渤海和南黄海北部较低 (平均值分别为 0.43%和

0.37%)[14],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纬度分布规律 , 这

与中国近海的生产力状况相吻合。将本研究结果与

国内其他内湾沉积物中生物硅研究进行对比, 四十里

湾 表 层 沉 积 物 中 生 物 硅 含 量 与 胶 州 湾 接 近

(0.36%~0.69%, 平均值 0.51%), 略高于广东的拓林湾

(0.46%)、海陵湾(0.30%)、水东港(0.16%)、雷州湾(0.22%)

和流沙湾(0.39%), 略低于大亚湾(约 1%), 低于国际上

大部分海湾, 仅与 Chesapeake Bay 接近[8-13,18-19,25-26], 

综合对比可以发现, 内湾沉积物中生物硅含量并没

有明显的分布规律, 与该区域的自身条件密切相关。

应用内湾沉积物中生物硅指示上层水体, 需要更多

地与环境条件和人类活动相结合。 
 
表 2  中国海区及国内外海湾沉积物中生物硅含量(括号

内为平均值) 
Tab. 2  Distribution of BSi in China seas and the bays of 

the world (mean values in the parentheses) 

地区 BSi(%) 

渤海[14] 0.25~0.58 (0.43) 

黄海[14] 0.21~0.46 (0.37) 

南黄海中部海域和长江口及

其邻近海域[15] 
0.018~2.516 (0.726) 

长江口沙洲[16] 0.47~1.02 (0.75 ) 

长江口邻近海域[17] 0.7~1.6 

广东东部汕头港以及柘林湾

至南澳岛外海域[18] 
0.20~0.67 (0.43) 

广东西部海陵湾、水东港、雷

州湾和流沙湾[19] 
0.16~0.39 (0.27) 

南海南部近海[20] 0.33~1.86 

南海东北部[21] 0.52~1.46 (0.85) 

南海南部[21] 0.38~4.38 (2.04) 

厦门西海域[23] 1~2 

Long Island Sound, U.S.A[8] 0.9~3.1 (1.9) 

Walvis Bay, Namibia [8] 5.1~40 (19) 

Saanich Inlet, Canada [9] 7.9~13 (8.9) 

Chesapeake Bay, U.S.A[10] 0.2~1.5 

Southeastern Bering Sea  
Shelf[11] 

3.9 

Tokyo Bay, Japan[12] 2.04±0.2 

Baltic Sea[13] 0.3~1.4 (1.0) 

 

2.3  生物硅对内湾生产力和环境的指示作用 

沉积物中生物硅的含量、分布与海区中硅藻等

硅质生物的数量、分布密切相关, 可以通过指示硅藻

沉积, 进而指示上层水体生产力。在近岸海域, 环境

条件与人类活动的影响要远大于外海, 生物硅的指

示作用要与这些因素相结合, 才能更好地指示上层

水体 [17,27]。 

四十里湾 A 区和 D 区生物硅含量较高, 反映了

上层水体的富营养化。A 区靠近套子湾污水处理厂, 

处理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每天大约有 25×104 t(其

中仅 1/6经过二级处理, 其余 5/6经过一级处理)污水

从套子湾污水处理厂排海 [28], 污水的排放极大地影

响了 A区海域的营养状况, 2009年-2010年的海水调

查显示 [29], 四十里湾的 DIN(溶解性无机氮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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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4-N、NO3-N、NO2-N 之和)和硅酸盐的最大值均

出现在春季 , 均值分别为 18.61 µmol/L 和 12.66 

µmol/L, A区春季 DIN值为 24~48 µmol/L, 硅酸盐为

14~16.5 µmol/L, 明显高于四十里湾其他区域, 而夏

季营养盐水平较低且与其他区域相差不大。调查显

示[29], A区的浮游植物以硅藻为主, 夏季硅藻量约为

2.5×104 cells/L, 高营养盐造成了硅藻春季和夏季的

迅速繁殖并消耗了大量的营养盐。死亡后的硅藻大

量沉积可能是造成 A区生物硅含量高的重要原因。 

D 区从 1988 年开始作为烟台海洋倾倒区, 为环

芝罘湾港口码头建设及港池航道清淤时倾倒废弃物

所设定, 倾倒物的主要组成为疏浚物。根据国家海洋

局北海分局的疏浚物倾倒资料统计, 倾倒区自使用

以来累计倾倒约为 1120万 m³ 。据调查资料显示[30], 

D 区污染状况处于逐年严重趋势, 虽然此区域海水

自净能力较强, 但目前已处于轻度污染状态。大量外

来倾倒物明显改变了水体的营养状况, 造成了 D 区

海域的富营养化状态, 改变了海区的物种组成。D区

浮游植物群落在 1991年, 2001年, 2004年的调查中

都显示了以硅藻为主 , 甲藻为辅的群落特征 , 但甲

藻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 2006 年的调查显示硅甲藻

所占比例接近, 2008年硅藻再次成为优势种[30-31], 最

新调查显示, 赤潮甲藻海洋卡盾藻(Chattonella ma-

rina)成为 D区的优势种[29]。以上研究同时表明[29-31], 

从 1991 年至 2010 年, D 区浮游植物种类不断减少, 

香农-威纳指数(Shannon-Wiener index)和物种均匀度

指数分别由 1991年的大于 3.0和接近 1.0降低至 2009

年的 0.23和 0.04。前期的富营养化造成 D区硅藻的

大量繁殖与沉积, 造成沉积物中生物硅含量较高。随

着 D 区污染状况的加剧, 甲藻比例上升, 硅藻数量

下降, 未来表层沉积物中生物硅含量可能发生改变。 

B 区沉积物中生物硅含量很低, 显示这一区域

上层水体生产力很可能处于较低水平。烟台港的航

道位于此区域, 航道深度只有 20 m 左右, 大型货船

和客轮的吃水深度也接近 20 m, 烟台港 2009年的吞

吐量达到 1.69×108 t, 航船的扰动对此海域的生态

系统影响非常明显。频繁的航船扰动不仅会影响这

部分海域水体中浮游生物的生长和繁殖, 增强了硅

藻和硅鞭毛虫的分解, 同时影响硅藻的沉积并增强

表层沉积物的再悬浮过程。这可能是造成此海区沉

积物中生物硅含量很低的主要原因。 

C 区生物硅含量略低, 海水养殖可能造成了一

定程度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 海水养殖能够改变海

水营养盐结构 , 改变浮游植物类群 , 进而影响沉积

物中生物硅含量[24,27]。四十里湾是我国北方典型的

海水养殖区之一, 目前养殖对象有贻贝、栉孔扇贝、

海湾扇贝和海带等, 养殖方式主要为浮筏养殖。扇

贝、贻贝和海带的养殖面积分别为 800 、400 和 250 

hm2[32]。四十里湾 2009年-2010年的海洋调查表明[29], 

表层水体中 DIN、磷酸盐、硅酸盐浓度等整体上呈

现 A区>D区>C区>B区, C区较低的生物硅含量很

好地对应了上层水体较低的营养盐浓度。虽然扇贝

等的滤食作用会对沉积环境产生影响, 但大量浮游

生物残渣和排泄物仍然会沉降到沉积物中以生物硅

的形式保存, 使沉积物中生物硅的含量保持相对正

常的水平[33]。因此, 海水养殖可能对沉积物中生物硅

的保存和积累影响不大, 生物硅的含量能够较好地

指示上层水体的营养状态。 

综上所述, 内湾沉积物中生物硅含量能够较好

地指示上层水体的营养状态和生产力水平, 并且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评估陆源污染 , 港口运输 , 海水养

殖等对海区的影响。 

2.4  沉积环境对生物硅的影响 

已有的研究表明, 沉积物的粒度可以明显影响

生物硅在沉积物中的含量。沉积物颗粒越细, 则越有

利于生物硅的保存和积累, 而粗颗粒则会加速生物

硅的分解[16,34-36]。对四十里湾沉积物中生物硅含量与

粒度数据进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发现, 生物硅含量

与黏土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与砂含量则呈显著

负相关关系, 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关系。A区生物硅含

量较高, 其中 A0 和 A2 站位出现明显高值(1.01%和

0.84%), A4 站位较低(0.43%), 这可能与保存条件有

关。A0, A2站位沉积物黏土含量较高, 砂含量很低, 

因此有利于生物硅的保存, 而 A4 站位砂含量较高, 

不利于生物硅的保存。C区整体含砂量较高可能是导

致其生物硅含量偏低的重要原因。生物硅含量最低

的 B3站位砂含量较高, 其生物硅含量明显低于航道

区其他站位。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 沉积物粒度对

生物硅在沉积物中的保存具有重要影响。 

水动力环境也会对硅藻的沉积造成一定影响。

四十里湾基本不受洋流等影响 , 水深较浅 , 最深处

不足 30 m(图 3), 沉降时间短, 因此潮流、近岸流等

是影响沉积的主要水动力因素。A 区位于芝罘岛北

部海域, 海岸陡峭, 岸线曲折, 海蚀地貌发育, 海域

开阔, 10 m等深线距岸只有 70 m, 为水动力活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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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流速大 , 北侧海域的潮流为往复流 , 落潮流由

西北流向东南 , 涨潮流向正好相反 , 而且落潮流速

明显大于涨潮流速[28,37-38], 同时, 位于芝罘岛西北侧

的套子湾污水处理厂的排海管道也会对此海域产生

一定影响[37]。活跃且复杂的水动力环境可能是造成

A 区复杂的粒度特征的重要原因, 同时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生物硅的沉积。对四十里湾潮流和拉格

朗日余流的计算以及标识质点跟踪研究表明 [39-40], 

四十里湾的水动力的搬运作用整体表现为由西向东, 

沿与岸线平行的方向由 A区向 D区迁移。海流的搬

运作用和 D区有利于沉积的沉积环境也可能是 D区

生物硅含量较高的重要原因。相对于湾外, 湾内的潮

流和拉格朗日余流明显较弱[39], 有利于硅藻的沉积, 

但由于海水养殖的影响以及沉积物整体含砂量较高

不利于生物硅的保存, 最终造成此区域沉积物中生

物硅含量较低。 

 

图 3  四十里湾水深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water depth of SB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沉积环境是影响生物

硅的沉积和保存的重要因素, 沉积物粒度可以明显

影响生物硅在沉积物中的保存, 水动力环境则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物硅的沉降和分布。 

3  结论 

研究了烟台四十里湾表层沉积物中生物硅的分

布 , 通过与四十里湾海区实际状况的分析对比 , 验

证性地讨论了内湾沉积物中生物硅含量对上层水体

的指示作用及影响因素, 得出以下结论:  

(1)内湾表层沉积物中生物硅的分布主要与该海

区的自身条件有关, 能够较好地指示上层水体的营

养状态和生产力状况,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评估人类

活动对海区的影响。 

(2)沉积环境对生物硅的沉降和保存有重要影

响。水动力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物硅的沉

积 , 沉积物粒度对生物硅的保存有重要影响 , 黏土

含量高, 砂含量低有利于沉积物中生物硅的保存和

积累, 反之则会加速其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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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rface sediment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16 stations in Sishili Bay and biogenic silica (BSi) were 

investigated to discuss the environmental indication to the ba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igh values of BSi in the 

sewage discharge area and the dumping area (average value: 0.71% and 0.78%, respectively) corresponding to eu-

trophication conditions; BSi value was low along the shipment channel, which agreed with the low productivity as a 

result of shipping disturb. Good correlation was showed between BSi and phytoplankton and nutrient concentration 

of up water. The research showed hydrodynamic environment could affect the sedimentation of BSi in a certain 

degree an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showed that grain size characteristic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f preservation of 

B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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